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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掉政治的緊箍咒，轉向專業*

Breaking Free of Political Shackles and Moving Toward Professionalism

施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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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灣故宮）一直是臺灣在國際上重要的文

化品牌，前陣子有關故宮改名或是臺灣化等爭議，讓故宮的定位問題再次

浮在檯面上，許多媒體或民眾遂以為，民進黨政府統治下的故宮，應該很

焦慮。正當整個臺灣社會霧裡看花時，2 0 1 9年二月國史館館長吳密察被

任命為故宮的新任院長，現任政府投出的這一球，更讓所謂故宮定位爭議

延燒到最高點，「臺獨院長」、「文化臺獨」等標籤紛紛出籠。沒料到，

上了火線的吳密察院長淡定地點出，「故宮臺灣化」是個假議題，故宮沒

有定位焦慮的問題，故宮有雄厚的基礎，包含高品質的豐富藏品、響亮的

國際名聲、名列世界前茅的訪客數。他認為臺灣本地觀眾是故宮的核心基

礎，只要推動「故宮友善化」，加強觀眾服務、進行內部制度的務實改

革，將（軟硬體設施）組織管理、策展具體制度，提昇至國際標準以上，

故宮就能成為一個更吸引人的博物館（編輯部採訪、胡櫨文整理2019）。

故宮院長所需要的政治論述與定位，在此似乎已經很清楚而有共識（包括

杜正勝、林正儀等前幾任院長都曾提過）: 人類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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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新院長務實改革故宮的目標能夠落實，與其擔心故宮定

位、是否要臺灣化或去中國化等議題，我看到更多的是故宮回歸博物館本

質的走向。或許故宮受限於其皇家收藏本質無法完全擺脫政治的連結，而

且在臺灣國際外交空間有限的局勢下，原有之文化外交、增加國際曝光度

等政治相關任務還是有其必要性。但至少可逐漸脫下過去厚重的政治外

衣，讓更多藝術史的專業能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雖然故宮的本質與政治原本就有錯縱複雜的關聯，但我們必須認識

到，故宮的定位問題並不是此時此刻才出現，而是一開始由清代皇室收藏

轉化成現代博物館時，就已經存在的。認清這個本質之後，我們就會知

道，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及以歷時改變的定位問題經常是政治建構、角力且

不斷變動的過程，這也是為什麼政府及歷任院長都必須面對、正視故宮的

定位問題，並且提出相應的論述。因此，要討論故宮的定位問題，必須回

到故宮博物院發展的整個歷程來理解，才能進一步討論故宮在現今臺灣社

會可能的定位問題。

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故宮與政治認同問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是座什麼樣的博物館？可能大多數人都知道，1924年北

方軍閥政變，將清代最後一位皇帝溥儀請出宮，並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接收

紫禁城建築及文物，1925年10月10日，仿效法、德諸國皇室博物館公共化的先

例，正式成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時間不詳〉; 宋兆霖2013: 13）。

讓我們先從故宮核心典藏的皇室收藏談起。曾任故宮院長的中央研

究院院士石守謙從文物與觀眾互動（文物意涵）的角度，論述了清室收藏

的現代轉化（石守謙2005: 1-2）。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故宮博物院創設

（1 9 2 5年）之前，皇帝是唯一的合法觀賞者。從乾隆到宣統皇帝之二百

年間，帝王作為文物的擁有者與幾乎唯一的合法觀賞者，與文物間如何互

動，定義著文物在特定時空脈絡中的意涵。 1進入現代後，故宮的第一個

1 更不用提及在歷史上，皇家文物收藏原本就與政治合法性之密切關聯。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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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1925-1965年（1965年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立），為故宮博物

院的創建及文物播遷歷程，最重要的變化是新主人（民國政府）與新觀眾

（民眾）的出現。石守謙提到故宮的文物意涵隨著政局發展變動，民國政

府成為收藏的新主人，而數量眾多的新興觀眾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氛圍中出

現，博物院必須設法回應當時變動不安的環境，展示其藏品價值之所在，

以爭取新觀眾的認同（石守謙2005: 1-2）。因此，雖然故宮作為皇室珍藏

文物公共化的例子，看似是一個從個人私藏到對外公開的現代博物館，但

事實上，在當時知識分子基於保護古物立場、民國政府亟需建立國族認同

的需求下，故宮與清宮皇室的其他文化事業，都正好可以為政治所用，

皆經歷文物的國族化、公共化，成為擔負當時國族認同建立的政治象徵

（Wang 2010; 林志宏2012）。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退休教授韓書瑞（S u s a n N a q u i n）分析了1974至

2004年兩岸故宮博物院出國的展覽（在此之前，有1935-36年倫敦中國藝術

展覽，以及1961-62年臺灣故宮第一次赴美中國藝術特展），或許對於討論

不同故宮的角色有所啟發（Naquin 2004）。以下摘要該文的主要敘事線。

國共戰爭後蔣介石帶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的文物退守臺

灣。1950年代，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開始修葺紫禁城

建築群，也開放中路的部分宮殿以及舉辦一些特展給民眾參觀，主要以紫

禁城作為國家級建築遺產來展現中國古代宏偉宮殿建築技術。文革紛亂期

間（1966-71年），北京故宮閉館。1970年代隨著中國進入聯合國（1971

年）及與各國建交，國際局勢開始進入新的階段。當時中國對外建立新的

政治關係，且伴隨在文革期間保護文化遺產的政治宣傳思維，1974年起在

世界各地巡迴展覽，最初的時期大多都是以文革期間出土文物保護者的角

色自居，並成功引起國際社會的興趣，以馬踏飛燕、金縷玉衣等考古出土

文物為代表。這些具代表性的新考古出土文物並非北京故宮原有之典藏，

擁有某項歷史文物，就獲得權力象徵，同時也展現自身國力或正統性，更是認
同的來源（林志宏借用Ke nn e th Bur ke 提出語言和社會關係的概念來闡釋《四
庫全書》在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見林志宏（2012: 87）、Burke（1989: 77-
85），另可參見Ledderose（19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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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從各地徵集而來。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北京故宮無法舉辦如臺灣故宮

那類的「中國藝術精品」特展；雖然紫禁城的建築本身具有驚人的歷史意

義（如世界上其他同時具有皇室建築及收藏的博物館），但是文物可以移

動，建築卻無法移動。 2後來隨著清宮檔案的開放帶來的清史領域蓬勃發

展，1980年代之後，以皇室寶藏為內容的展覽大量出現，這之後的25年（其

實一直到最近仍方興未艾），以十八世紀清宮藝術文化為題的展覽占了絕

大多數，伴隨著故宮本身的魔力，橫掃世界。一方面可以展現國族驕傲，

又符合外國人對中國的異國情懷，使得這些展覽都非常成功，欲罷不能。

上述韓書瑞教授的觀察及分析十分精闢，北京故宮本身在紫禁城展示

空間的展覽除了宮殿復原陳設外，書畫館、陶瓷館以歷代精品為主，而珍

寶館、鐘錶館等常設展皆旨在表現清宮收藏。近年北京故宮院內的特展也

多數圍繞在清宮藝術與文化的主題上，例如石渠寶笈、萬壽盛典等。3對照

同一時期臺灣故宮的國外大型借展，大多不脫以歷代皇室寶藏為主題。其

中較為突出的是，1996年由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主導的臺灣故宮文物大展，

從藝術史的角度鑑賞這些精品，並將之放到中國文化史發展的脈絡中。大

都會博物館出版的巨冊圖錄及世界重量級中國藝術史學者的論文集將故宮

的精緻文物有系統地推上國際舞臺，展示了可以用來闡釋中國美術史重要

發展及文化史的故宮文物，是故宮作為中國文化重要藝術結晶的重要里程

碑（Hearn 1996; Fong et al. 1996）。2000年以來，臺灣故宮院內大型特展讓

人印象深刻的如「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乾隆皇

帝的文化大業」、「大觀：北宋書畫、汝窯、宋版圖書特展」等幾個有深

入研究為基礎的展覽，一方面展現故宮收藏的重點，一方面帶動學術研究

的議題性。之後連續推出以清代皇帝為題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

「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大致延續之前

2 不過近年隨著影像科技及展覽設計的進步，建築無法移動的限制也可以被克服。
前幾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在中國各地及香港特區推出「走進養心殿」特展，算是
一個初步的嘗試，引起不小的回響。2 0 1 9年底又啟動「走進重華宮」特展，
利用現代科技及展示手法，將原本隱藏於深宮的皇家生活空間推到眾人眼前。

3 不過，據稱最近中國對於清史研究又有轉向之趨勢，或許在不久的未來，隨著
這樣的轉變，策展與研究方向也可能隨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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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覽架構與模式，契合前述清史研究的熱潮。近年「品牌的故事：乾隆

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偽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

及其影響」在主題上有另闢蹊徑的趨勢，展示手法也嘗試更貼近大眾。

二、與美術史研究的共生發展

雖然說故宮作為一個現代博物館仍然與政治有著綿密不可斷的連結。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1925年成立故宮博物院，在當時的脈絡下，也有其積

極正向的意義，在文化遺產保存、公民素養的培養，以及學術專業的孕育

上，都有其非常重要的意義。石守謙在前述文章中提到，與此同時，值得

關注的是故宮博物院初建期文物意涵與美術史研究的共生發展。隨著文物

意涵的改變，帶動第一階段美術史研究的發展（這個新興學術領域雖有其

自我發展的脈絡，但也與此傳世最大且重要之清宮收藏的公開有著密切的

關係）。他認為「故宮博物院直接或間接地培養了第一代中國美術史的研

究者，而他們的研究也回過來對清宮舊藏文物在現代中的意涵轉化，產生

了明顯的作用」（石守謙2005: 1-2）。

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教授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1970年

代曾直接指出，「今日我們對中國藝術的概念，深切地植基於宮廷藝術收

藏。例如，許多收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的中國繪畫，都曾屬於宮廷收藏，

並且這些作品中，很多都代表著最優秀的中國藝術」（L e d d e r o s e  1 9 7 8 -

7 9）。而被精選過運送來臺的故宮博物院收藏，大多是具有高度藝術價

值的精品。此批珍貴文物意外落腳臺灣，完全是一個歷史的偶然。身在臺

灣、受惠於此經典藝術文化遺產的我們，應該要感到幸運。

臺灣故宮應該回歸藝術博物館本質的看法，從杜正勝任院長時（2000-

04年）已經初步展開。他從分析藝術、政治與博物館的角度展開論述，回

顧了故宮博物院從清宮皇室私產轉變為國家公產的成立歷程，尤其戰亂期

間，故宮命運與國家命運更緊密連結和同步；遷來臺灣後，故宮被視為正

統的象徵，在非常時期擔負代表中華文化的重責大任，而且從歷史的角度



97

論述故宮博物院的認同，乃是一個隨著政治需求不斷被建構的過程（杜正

勝2002）。他認為故宮若狹隘地作為中華民族的博物館，不免貶損了故宮

博物院典藏的深度，以及它在人類文明史上的意義，這可以視為他當時對

故宮定位的主要論述。

臺灣的故宮博物院除了保護、研究其典藏外，還在孕育藝術史學術

人才上有重要貢獻。如石守謙的分析所見，故宮博物院在北京的第一個

四十年（1925-65年）間接或直接地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美術史的研究及學

者（石守謙2005: 1-2）。而隨著蔣介石退守來臺後，帶來的故宮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精品典藏，也推動了臺灣藝術史研究領域的建立及持續不斷

地發展（石守謙2012）。1971-74年臺大歷史系與故宮合作成立歷史所中

國藝術史組，敦聘香港大學的莊申教授來臺講授，故宮也為培養未來的中

國藝術史研究與策展人才而積極投入，包括課程規劃、師資提供，並引入

美國亞洲基金會的財力贊助，臺大與故宮的合作在1 9 7 5年終止（陳葆真

2002/12/16）。到1989年成為獨立的藝術史研究所之前，臺大歷史學系碩

士班中國藝術史組培養出的臺灣第一代美術史研究人才，有到故宮任職整

理典藏、策展、研究；也有赴美日深造後回臺灣任教的，這些歸國的藝術

史專業學者將西方、日本最前沿的藝術史現代學科研究帶回臺灣。

在中國尚未積極對外開放的年代，臺灣儼然扮演了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中

心角色。臺灣第二代的中國藝術史人才，現在也都在臺灣及世界的各大專院

校相關系所、博物館等重要單位任職。同樣途徑培養出來的人才，目前也有

很多在國外的重要相關機構擔任職務。4他們都是廣義臺灣藝術史研究社群的

組成分子。這些藝術史機構與人才社群，都是臺灣珍貴的藝術史人力資源。

如此看來，臺灣故宮的政治性與藝術史專業性經常是並列發展、有機

連結。在不斷變動的時局中，以政治優先考量，或是政治干預強烈的話，

藝術史、博物館的專業就容易被隱蔽及掩蓋；越向學術靠攏、藝術史與博

4 例如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學系副教授王正華、紐約大學世界古文明中心副
研究員曾藍瑩（目前兼任重要藝術史刊物The Art Bulletin的共同編輯）、布朗大
學藝術與建築史系助理教授孟絜予（Jeffer y Moser）、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
館亞洲藝術研究員王靜靈等等，都出身自臺大藝術史研究所。

脫掉政治的緊箍咒，轉向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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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專業越能夠發揮。像之前2018-19年顏真卿作品借展日本事件，就是無

端的政治思考干擾了原本正常的國際學術、文化交流。從專業角度而言，

故宮文物外借的國際文化交流應當正面積極地進行，空穴來風的政治思考

反而模糊了正常藝術文化交流的焦點。

三、創造性的轉換：臺灣給出最好的解決方案

面對國際情勢的嚴峻挑戰，以及原有優勢的快速流失，臺灣故宮及相關

學界故宮與臺灣的藝術史學界一個共通的走向就是朝亞洲藝術文化交流的研

究發展，可以說是創造性的跑道轉換。故宮南院成立的實質及象徵意義、對

故宮文物意涵的重新詮釋是對上述的諸多問題，及時給出最好的解決方案。

許雅惠指出，隨著國際政治情勢轉移，西元2000年臺灣政權轉移後，

故宮的使命已經從中華文化守護者角色轉移，朝向臺灣本位重新出發。他

舉了兩個相對的例子來標誌這個轉變，1980年為慶祝中美建交推出「偉大

的中國青銅時代」（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在美國各大城

市巡迴），面對此國際局面，故宮作為中華文化守護者的角色受到嚴峻挑

戰；1 9 9 1年，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八十週年，故宮舉辦「中國藝術討論

會」，「今日看來，這場會議更像是1 9 6 5年以來，故宮作為中華文化守

護者之業績總盤點」（許雅惠2018/11/12）。據我的側面觀察，西方的中

國藝術史學者對臺灣藝術史界的印象，也似乎定格在這個會議的高規格接

待，以及見證重要歷史人物蔣宋美齡的致詞，至今念念不忘。    

2000年政權交替後，故宮及臺灣藝術史研究的轉向正好回應了這個新

的局勢。其中，2015年底開館的故宮南院，正好標誌了一個創造性的轉換。

雖然開館幾經波折，發展方向及各方面也經常遭到非議，這個由杜正勝院

長、林柏亭副院長推動催生、石守謙院長擘劃，從原本故宮典藏中藝術精品

擴展至以亞洲藝術文化交流為定位的故宮南院，最終在2015年底開館。有人

或許會問，故宮北院與南院如何定位的問題，這在我看來一點也不成問題，

因為在最初的規劃中，兩者就是一體的兩面，北院的典藏主體中國藝術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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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遷臺後的受贈、購藏）與南院持續購藏、受贈的亞洲藝術文物，必

須互相支援、齊頭並進，一起研究與展示，方能落實亞洲文化藝術交流視

野。2019年年底正值總統、立委選舉前，故宮南院又成為媒體焦點，「蚊

子館」、「收益差」等關愛的議論，對一個剛剛開館三年的博物館來說，既

不公允，也不專業。首先，博物館所進行的許多人文研究與教育事業的擘

劃，都不是一兩年間就可以立即見到成果的，在臺灣原來沒有亞洲藝術研

究專業人才及相關配套環境的情況下，三年應該還不到可以做出評斷的時

間點，何況說一個年參觀人數在百萬上下的館是「蚊子館」的話，那全世

界沒有幾個館不是「蚊子館」了。再者，博物館原本就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的機構，公民教養、典藏保存及學術研究才是其核心。雖然考慮營運經費

也很重要，但是以故宮這樣的指標性博物館為例，比起門票收入，堅持其

核心價值、增進國際名聲及影響力、進行文化交流等目標，對臺灣來說更

為重要，難道不是嗎？5居世界博物館龍頭地位的大英博物館就不收門票，

每年參觀人數在500-600萬之間，它對全人類的人文教育作出的貢獻有目共

睹（Luty 2019/11/21）。我們是否應該給南院多一點時間、多一點鼓勵？

就在故宮南院又被點名批評的時刻，發生了一件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

情。2019年十月我的東北亞藝術史概論課程請了中央大學研究日本佛教藝

術的專家來演講，該老師使用了南院亞洲佛教展廳的作品作為開場，指引

學生如何欣賞展廳的一件中國唐代白色大理石佛像（圖1），與希臘羅馬人

體雕塑美感的連結，並聯繫到韓國統一新羅時期、日本奈良時期的佛像，

涉及亞洲地區佛教藝術及物質文化的交流，從印度經過中亞、中國、韓國

到日本的佛教發展。接著他提到談論佛經辯才無礙總得第一的玄奘，西行

取經過程艱辛有如超跑選手（圖2）。並且提醒我們，除了用中國唐代佛教

角度來觀察玄奘取經之行外，還應當從整個亞洲佛教的傳布，以及因此傳

布所帶來亞洲區域間藝術、物質文化交流的廣泛現象來進行檢視。當下我

其實心情很複雜，因為我發現，臺灣真的不一樣了，現在的年輕一代（對

比我年少受教育的內容，受限於中國中心）已經看到更廣大的世界。故

5 故宮北院2011-2018的訪客人數統計，大約都在385-540萬之間。見Ha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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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南院從一開始規劃以來，因為種種原因幾經波折，十多年來國內相關機

構與人員的工作投入，多年灌溉的種子，幼苗已經漸漸冒出頭，推出的展

覽、展示的文物已經能被一般教育場域應用。這個剛冒出的幼苗若能繼續

得到支持，故宮南院未來在亞洲甚至世界博物館中都能找到著力點。

圖1：故宮南院佛教展廳（張惠菁提供）。

圖2：玄奘。敦煌洞窟殘留9世紀年間的壁畫，大英圖書館。©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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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這件事提醒我們，曾幾何時，十多年來的各種作為及努力，在

不知不覺中，點（藝術史專業人才社群成熟）跟點（亞洲文化交流走向）

連結成線、水到渠成，似乎已經到了充滿轉機的時刻。面對嚴峻的國際局

勢挑戰，相對於亞洲周邊國家，臺灣其實給出了很好的解決方案。以擴展

至亞洲甚至世界的視角來重新檢視故宮原有的典藏，並擴充典藏相關聯的

亞洲文物，這個具有創造性的轉換，應該要有最好的利用。如何結合海內

外成熟的藝術史專業社群、強化藝術史專書的出版、面向世界開放數位典

藏成果，是目前臺灣故宮應積極思考的方向。這些作為不但可以增加臺灣

在國際藝術史界的學術發言權、策動核心議題等影響力；另一方面，也能

大大增加數位時代故宮圖像在世界的流通性，並且為臺灣各個教學機構所

利用、一般社會大眾所認識，達到普及公民藝術教育的目的。

藝術史研究之外，原本不是筆者的專業，不打算多談。然從一個教育

者近年參與人文公共化研究計畫，以及關心臺灣美感教育等角度來說，或許

還是可以花一些篇幅提出自身的觀察。本文主張淡化故宮的政治性格，強化

其作為中國與亞洲藝術史研究及展示重鎮的專業角色。在此之外，我也寄

望故宮這個藝術寶庫持續推動友善化和社會連結，充分融入本地觀眾、年輕

學子的生活中，負起公民教育的責任。這幾年故宮與大專院校的推廣教育合

作，利用館藏文物開發科技融入藝術教育的教案等等，或許也與目前教育部

推行的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可相呼應。筆者本身投入的民間「街角研究院」

活動（與敦南誠品閱讀桌合作），也曾請來故宮的研究員將優質特展現身

說法分享策展過程給一般讀者。上述這些都是故宮可以投入臺灣社會公民

教養的作為，相信還有更多故宮教育推廣部門的努力我們無法一一提及。

另外，故宮也應該是臺灣美術創作、設計靈感的寶庫，美感教育的重要資

源。故宮作為臺灣藝術創作或者所謂文創產業發展的軟實力亦不應被忽略，

尤其在臺灣經濟的轉型上，藝術及文化創意產業都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過，許多事情都有一體兩面，觀察近來許多博物館執行的觀眾友善

化作為，以及文創產業的蓬勃發展，我也想要提醒，在推動的過程中，不

應是一昧迎合大眾或僅注重表層不看內在，而應以故宮古典藝術的典範深

度為根本，藉由各式專業教育推廣的手法（多媒體、說故事等等），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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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眾的距離，引領大眾進入藝術的殿堂。借用一段我之前在聯合報副刊

與張惠菁進行的文學與藝術史對談，其中提到在學校教授大學部的課程。

除了基本知識外，我希望學生學習如何體會文物之美，安排他們
去博物館多看好的經典作品，訓練他們能自己的眼睛去觀察、描
述文物，辨識文物美的所在，繼而能開始講究自己身邊的日常用
物，無論是一只馬克杯，還是一個泡麵用的碗。〔⋯〕學生們上
完一學期東亞陶瓷文化史的課程，至少能夠學習用自己的眼睛去
辨識、用自己的語言去描述汝窯與一般陶瓷的差別，能夠真實感
受國立故宮博物院汝窯無紋水仙盆純淨素顏的美。〔⋯〕更重要
的是，上過這門課的同學不會想到要用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來泡
麵，因為他們知道，脫離脈絡的連結（／文創）是沒有根的，無
法長出新苗，只會很快枯萎。「美的事物無所不在，我們只是
缺乏發現『美』的眼睛」，這是雕塑大師羅丹對美深植於世的看
法。（張惠菁、施靜菲 2018/09/10）

因此，要迎合大眾還是引領潮流？國家政策與文化平權、人文公共化

主張間是否一定有衝突，都考驗主其事者的智慧（劉宇珍、羅伯特．安德

森 2005）。

四、淡化政治、轉向專業

關於這點，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已經走在對的路上了。從

狹隘的中國中心破繭而出，進行創造性地轉換，非常正面地讓來到臺灣的故

宮文物得到極好的利用及發揮。故宮若能一方面進行具體改革使各項制度符

合國際標準，另一方面繼續努力與本地文化、歷史連結，累積研究及策展實

力，成為一個有雄厚學術研究為基礎的現代國際級博物館，指日可待。不只

故宮，對於與故宮共生的臺灣美術史界而言，石守謙（2012: 15）也提到，

「將來這個有著東亞視野的取向可望為其帶來全新的格局，且將有利於臺灣

文化史之理解，亦可對全世界學界在現代性之亞洲經驗的認識上提供積極的

貢獻」。因此，所謂「故宮臺灣化」或「去中國化」都是過度簡化故宮發展

問題的解讀；反過來或許有人會說，所謂「從專業出發」，又何嘗不是一種

政治修辭呢？由藝術史專業的角度來說，從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與論述中

破繭而出，走向更大的亞洲或全球史的視野重新檢視故宮文物，並不是所

謂的「去中國化」，而是在打破狹隘的中國中心思考。從僅將視線放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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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原有的中國文物，擴展到關心中國周邊的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

地的藝術與文化交流發展，是為了更深入理解中國藝術與故宮文物、更客

觀評估其所立足的座標。具有遠見的寬廣視野加上臺灣原有優質的中國藝

術史研究基礎，其實是走在學術潮流的前沿。近十年來，人文學科研究轉

向物質文化、文化交流、全球史角度，連最保守的文藝復興研究學會，都

強調去歐洲中心，關注文化交流、全球史。在國際漢學研究的關注眼神及

合作減少的同時（在中國對世界開放後，世界漢學家可直接與中國合作、

交流），歐美日各地許多亞洲、全球藝術史大型計畫，臺灣學者以打破中

國中心角度的中國藝術史專業參與其中；我們或許已經看到，關注東亞間

的文化交流甚至全球史的研究視角，已逐漸贏得國際視線（Wang 2014）。

故宮如何具體落實專業化的管理制度？如何培養人才、深化研究，策

畫能與世界接軌、對話的展覽？如何在亞洲、在世界中找到適當的定位？

如何成為由臺灣角度出發的故宮？這些問題或者才是臺灣故宮（作為一個

深受臺灣社會期待的重要博物館）現在真正要面對的挑戰。尤其故宮現在

已經與臺灣的公民教養、社會脈動盤根錯節地交纏在一起，擔負起增加臺

灣的國際能見度、作為文化軟實力寶庫的重要角色。未來當它的文物意涵

已成功轉化，成為一個由臺灣出發、以專業為優先的博物館，從更大的視

野來定位其在亞洲及世界中的位置，這將不僅是臺灣人的幸福，也會是全

人類的幸福。「國立故宮博物院」這個充滿國族認同、政治象徵的名稱，

我們還要不要？或者才是到時候我們要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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